农村税费改革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by 徐鸿 & 郭其友
收稿日期: 2003- 12- 24




(厦门大学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是令人振奋的农村税制改革目标, 此举改革
如何能真正走出所谓的 黄宗羲定律 的问题依然倍受关注。历次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在缺陷性应成为我们
的警戒, 它们是农村税费改革难以突破 黄宗羲定律 的根本原因, 应当建立与完善农业税费制度以公平
税赋, 以及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 优化财税支持结构和提高政府财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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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是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
目标实现的重要部署。其中, 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与农村经济发展以及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有着密切
的联系。因此,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加快农业税收制度的创新步伐, 显得特别的重要与十分的迫切。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 从今年起, 要逐步降低农业税
税率, 平均每年要降低 1个百分点以上, 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无疑, 它对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
入以及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将起到深远的影响。面对这令人振奋的农村税收改革决策, 我们也在冷
静地思考, 在农业税率降低直至完全取消的过程中, 广大农村农民是否能真正减轻各种负担, 是否能
走出 黄宗羲定律 的怪圈, 这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 历次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在制度缺陷
回顾历史, 如果将这次农村税赋变化看作是中国农业税收的一次变革, 这已是我国现行农业税的
第四次变革了。就是说, 我国现行农业税自建立至今,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 1958年颁布建立
农业税制; 二是 1983年开征了农林特产品的农业税; 三是 1994年税制改革时扩大了农业特产税的征
收领域和范围, 将原工商税中农林特产的税目部分, 全部并入农业特产税。
诚然, 在以往的三次农村税费改革中, 中央改革的力度不能说小, 但到地方所起的改革成效却似
乎有限, 农民负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农民负担不仅没有大幅削减, 甚至还出现农业税增加的不
正常现象, 结果是农民多种地无利可图,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究其原因
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是农村税收制度本身内在的缺陷, 即现行农业税的税率制定方式。农
业税把原先的 三提五统 取消, 合并到农业税中, 这样农业税比例也就由法定的 3%提高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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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三提留 属于村委而不归乡镇这级政府收取与支配, 所以它没有被并入到农业税的正税之中。
在税费改革后, 这部分费用相当于在 7%的农业税率的基础上加征了 1 4个百分点的税, 即相当于对
农民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 8 4%的农业税, 税率偏高。与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经营比较, 农业生产
经营不仅没有设定起征点也没有免征额, 显然, 这种税赋制度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同时, 税费改革减
少了乡镇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 各部门对农民的各种收费难以杜绝。就是说, 在没有新的财源补充条
件且农村缺少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 乡镇政府为了维系正常的行政职能, 也会 不得已 地向农民
伸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的不对等, 地方有事权却无财权。




层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它的性质就会产生异化, 就会把创收变成目的, 千方百计使其最大化。1985
年、1990年 2月、9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分别或联合下达了 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
的通知 、 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 、 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 等文
件, 但农民负担有增无减。资料显示, 如 1991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 9 5%, 而同
期农民人均的 村提留 和 乡统筹 却增长了 16 7%。总之, 以往的农村税制改革出现了我国历
史上所经历过的税费改革的结果, 即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
一情形如同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对历朝历代赋税制度更迭演变描述即历史上每一次 并
税 改制就出现一次 杂派 高潮。[ 1]用现在的话说, 改一次, 负担就反弹一次, 加重一次。后人把
这种现象称为 黄宗羲定律 。
目前, 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正处于亟待进行一次根本性变革的时期。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走出 改革
- 加重农民负担- 再改革- 再加重农民负担 的所谓 黄宗羲定律 之怪圈显得尤为迫切。与以往的
农村税制改革相比, 改革的内外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内部因素看, 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唤醒了广大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 农民已逐渐从追求生存和温饱目标向追求效率 (收入) 最大化目标
转变。过去, 农民不计算投入报酬与收益, 不计劳动的代价而替代资本的投入, 目标是为了温饱。但
现在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情况下, 农民逐步改变传统的
劳动替代资本 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 农村也逐步出现哪一行业有利可图劳动与资本就流向那一行
业的趋势。所以, 高达 8 4%的农业税已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成为我国近年来粮食产量急
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外部因素而言,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消除甚至有加强, 城乡经济发
展差距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 必须加快税费改革步伐, 降低农业税费率, 以提高农业投入收益水







中国、越南等还有 农业税 税种。由于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般都给农业以
高度保护。欧盟等国家都在人均 GDP 达到 800美元时就开始 反哺 农业。美国对每公顷土地直接
补贴 100 150美元; 欧盟为 300 350美元。此外, 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一般都占财政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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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相反, 我国却从每公顷土地中收取近 200 美元的税费。实际上,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国
家税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三产业的税收及个人所得税等已成为主要税源, 农业各税占全
国税收比重收入的比重很低, 约占总税量的 10% , 农业税在我国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约占 3 3%。
同时, 我国经济已基本完成了农业支持工业的阶段, 进入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 特别是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郊区, 实际上已达到工业 反哺 农业的阶段。此外, 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
展, 国家应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倾向于城市的分配制度, 尽快改变过去那种对农村 取之过多、予
之过少 的政策取向。因此, 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农业税一旦完全取消后, 农村其他经济经营活动
的税收便可以与城市税种相同, 实现统一的城乡税制, 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税收权利与义务。
但是, 在农业税逐步取消之后, 如何应对农村事业的发展和乡村以及乡镇的开支呢? 如何避免
减税增费 问题的出现呢? 这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没有解决, 所谓 黄宗羲定律
就难以破解。众所周知, 现阶段农民负担包括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直接负担主要由国家税收 (包括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向集体组织交纳的土地承包费 (包括 村提留 ) 和 乡统筹 (农村教育附
加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包括教育集资、
乡村范围内的生产和公益事业集资以及各种摊派、罚款和收费) 以及按国家法规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工
和积累工 (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当地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 , 农民的间接负担主要是 剪刀差 等
向农民转移的负担。从农民的直接税费负担看, 农业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农业税收的取消固然会减
轻农民的负担; 但是, 其他的费用 (尽管有监督卡, 不合理的部分农民可以拒交) 属于乡 (镇) 政府
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 非正规收入 、 制度
外收入 或 非规范收入 。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往往就从这里发生。毋庸置疑, 中央政府高度
重视农民的减负问题, 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不得对农民乱收滥摊。但问题在于, 只要预算内收入根本无
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 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 动脑筋 , 从农民头上征收各种费用
以填补非预算开支就难以根除。
可见, 在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 要避免其他费用的增加, 除了要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外, 关
键的还在于加快相关配套改革的步伐, 包括县、乡、镇政府机构体制、乡镇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
体制等的改革。如政府行政机构, 我国县、乡甚至村一级机构臃肿的问题就十分突出。有资料显示,
近 10年来, 我国民官比例已达到 40 1, 一个 30万人口的小县要财政供养的人数高达万余人, 农民
负担自然累年加重, 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 2]因此, 县乡村级机构改革是农村税赋改革最重要的配
套改革, 只有大幅度裁减县、乡、村机构和干部, 才能从根本上为县乡财政解困。否则, 如果行政机





税是其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 有些地区的农业税收入占到其地方财政高达 50- 60% , 改革对其冲击
自然就很大。为了实现改革目标, 达到改革的预期效果, 必须根据地方财政的实际困难, 加大财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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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 还必须改变财政补贴的方式, 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财政支
持力度, 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以往的农业补贴政策措施有许多缺陷: 其一, 补贴不但范围广,
而且分散, 难以发挥补贴效果。其二, 以暗补为主, 间接补贴多直接补贴少。所以, 农业补贴并没有
直接补贴给农业生产者, 而是补给了中间环节, 如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收费以及
农产品购销环节等, 这样农民不能直接得到实惠。因此, 税费改革要求改变农业补贴办法, 实行对农
民的直接补贴政策, 并逐步扩大对农民直接补贴的范围。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 完全可以利用WTO
的 绿箱政策 的规则。在WTO农业协议条款中, 广义农业补贴被界定为 绿箱政策 。缔约方政
府可以采取对农产品生产、价格与贸易没有或仅有微小扭曲作用的农业支持政策。 绿箱政策 体现
一国政府财政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 在该政策范围内的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规模, 不受WTO
农业协议条款的限制。 绿箱 政策共有十二大项, 主要有: 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用于粮食安全目
的的公共储备补贴、国内粮食援助、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自然灾
害救济补贴、通过生产者退休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支持、环境保护计划、区域援助计划等。[ 3]
当前, 我国与国际平均数相比, 政府的 绿箱政策 明显地倾向于增加生产、促进增长和稳定供
给、维护安全; 但是对减少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等目标却明显关注不够。即政府机构费用较高,
直接转移给农民的支付较少; 粮食安全储备补贴过高, 而国内粮食援助支出过低; 绿箱 支持结构
中有许多空白, 如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 生产者收入稳定、收入保险, 退休补贴等资源休闲、结构调











形成, 所谓的 黄宗羲定律 的问题也将得到最终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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